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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讲演

黄河研究三题

樊志民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杨凌 712100)

今天，我不想侧重对黄河历史、社会、文化的认识，而是想从黄河的自然河义项方面做一些表

达，这可能对同学们更有用。但也带来一点风险———我如果顺着 PPT 讲，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光把黄河作为“自然河”来讲可能不太完整。科学研究如果呈现出一种完整的状态，意味着这个

问题的研究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不打算按提纲去讲，而是把我自己想到的，甚至一些尚不成熟的

内容展现给大家。①

一、黄河的自然河义项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老校长辛树帜先生。辛老一生办了两个大学，一个是兰州大学，

一个是我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他是对中国，尤其是对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的人物，毛泽东主席曾评价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辛老晚年时候在日记本上写过“十二大

律”。他讲，当时苏联有两大律，一个叫“列宁律”，另一个叫“化学周期律”; 德国有“三律”———
“马克思主义律”“相对论律”，还有一个叫“地震大律”或者“漂移学说律”; 英国有三律，“牛顿

律”“进化律”，以及“地质学律”或者“莱伊尔律”; 波兰有“哥白尼律”; 尼泊尔有佛教的“华严

律”。讲到中国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有两律，一个叫“毛泽东律”，奇怪的是他讲的另一个叫“治河

律”，也叫“水土保持律”。辛老是 1977 年去世的，他的这“十二大律”除去一些时代的意识形态

特征，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尤其辛老先生认为“治河律”兼具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对世

界的一种贡献。把它置诸与其他“大律”媲美的地位，很可能是他基于当时中国北方的生态问

题、环境问题的思考与认知，其中或有深意。
过去我们很少从“自然河”的角度思考黄河问题。我们学校有个研究单位叫“西北水土保持

研究所”，当年建所命名的时候，辛老作为自然科学家，又对历史有深入了解，他不太主张用“水

土保持”，而建议用“水土平治”这一概念。他认为水土流失是一种自然现象，“水土保持”太过于

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水土平治”指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确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相对客

观理性一些。辛老是如何想到“水土平治”的呢? 《诗·小雅·黍苗》中有“原隰既平，泉流既

① 本文系 2023 年 3 月 31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复旦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樊志民教授在复旦大学作的学术报告“黄河与中华农业文明”整理稿。



2 历史地理研究 2023 年第 3 期

清”，《毛传》进一步解释为“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后者或者就是周人所期望的水土治理的理想

状态。土地如果非常平衍，就不会水土流失; 水文如果治理好，水流就是清澈的。虽然辛老倾向

“水土平治”，但大家可能认为这一概念太“平”了，而“保持水土”突出了科学贡献，所以最终定名

的时候，依然用了“保持水土”这一名称。
无论“水土保持”还是“水土平治”，都是指人类历史时期的活动。我们的黄河是后来才被

称作“黄河”的，早期称“河”或“大河”者居多。地质时期没有文献记载，从现有资料看，《左

传》襄公八年( 前 565) 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记载，可见那时黄河已经不清了。黄河为什

么不清呢? 或许和地质变化有关系。有人认为现在的关中平原实则当年地质时代的大河主

河道，原来的大河没有曲折的“几”字形大弯，而是从兰州附近直接向东，沿今渭河河道与下游

连接。后来鸟鼠山隆起，大河向北拐了一个大弯流经黄土高原，开始了从“河”到“黄河”的转

变。从黄土高原流过的河流如果不带泥沙才是反常现象，水流只有下切到基岩部分，从石上

流过，才可能是清的。但泥沙冲刷导致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很长时间里，仅陕北地区

每年带进黄河的泥沙量就有十数亿吨①。大量植被破坏、土地肥力损失对那些地方来讲是灾难

性的。
我们对水土流失现象应有一个基本认识: 它在某种程度上缘于人类作用，人类活动会对它

造成扰动。但其中还涉及更理性的判断和需要廓清的前提，即“水土流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

然现象。我们小时候可能干过比如去山里挖药材把黄土刨开的事，被刨开的黄土就很容易在水

力或风力的搬运下流失，所以我们一不小心也成了“生态杀手”。人类确实干过“坏事”，但黄河

流经黄土高原，只要它的流速和流量超过一定数值，就必然会带走一些泥沙。
辛老正是基于长期研究后的认识与考虑，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学者的表述，在 20 世纪 50 年代

这很不易。1956 年他组织了一个团队到陕北黄土高原 18 个县市做考察，之后，他在全国政协二

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把这些情况做了汇报，他说如果措施得当的话，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是可以解决

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的。中央领导也很赞赏，《人民日报》于 1957 年 3 月 12 日刊发了他的文章

《怎样改进陕北水土保持工作》。其中指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过于偏重工程措施，种一年生粮

食作物多于种多年生牧草果林、治下( 游) 先于治上、治沟多于治坡、治点多于治面、治标多于

治本。
1958 年，辛先生写下《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在我们农史界可与竺可桢

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相媲美。早期，老先生们的文章经常发表之前就

先将打印稿发给各个单位，竺老和辛老是好友，竺文在写成、正式发表前就曾寄给辛先生、石( 声

汉) 先生请求补充完善、征询意见。我们资料室中还存留的竺、辛书信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

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 竺可桢、宛敏渭) 改订本，都是非常珍贵的科技史资料。现在生态

史、环境史研究已经形成学科并深受重视，如果谈及开端或者发起者，当是竺先生的《中国近五千

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辛先生的《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它们当时的发表既是重要

的研究成果，也是现在生态环境史的经典文献或必读书目。
1974 年时，辛老将国内一些农业院校、林业院校的人员组织起来，想编一部《中国水土保持

学》，不过最后定名为《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但是辛、石等老一辈想“从历史中寻找一些规律，把

① 崔宗培: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15—616 页。



黄河研究三题 3

它上升到‘学’的高度表达”这种“立学”意识还是很强的。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东( 南京农

大) 、西( 西北农大) 、南( 华南农大) 、北( 中国农大) 四大农史研究机构时，其他几家都叫“农业遗

产 /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只有我们西北叫“古农学研究室”。我们至今享用着辛老的遗惠，在

西北相对僻远的环境下，他根据中华 5 000 年文明和农业方面的优秀传统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

又考虑到西北的生态问题，组建了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农如今学科很多，虽然大部分与其他

农业大学类似，但我们高水平的“水土保持研究”和特色型的“古农学研究”两个专业依然保

留着。
1976 年辛老 82 岁时又带领团队到西南地区考察了一圈。那时一般人还意识不到中国的西

南和南方会存在生态环境问题。辛老当时预判，南方喀斯特地区如果不能保持水土，出现石漠

化，会比西北地区的荒漠化还严重。那里的土层没有黄土高原厚，而且西南地区的农业系统设计

一直考虑的是水资源“过于”丰沛，没有想过水资源短缺的应对问题，农业技术体系“基因”里就

不存在“抗旱”的概念。辛老晚年把对“水土保持”的关注由西北转向西南，显示了科学大家的超

前意识。
介绍辛老是想展现他对于黄土和黄河的态度，或者说他关于黄河的“自然河”认知。他认为

水土流失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虽然会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但不能因此对它的认识和评价就出

现偏颇。辛老基于自然科学对此现象有一表述: 如果认可黄土高原的“风成说”，那在还没有人

类的地质时代，沙尘暴比现在还要厉害; 如果赞同黄土高原的“水成说”，说明那时候的水土流失

比人类历史时期还要严重。我的老家在陕北洛川，那里有一个黄土国家地质公园，黄土最标准的

剖面就在那里。如果几百米厚的黄土层都是“风成”或“水成”，那或曾有过一个沙尘暴与水土流

失集中或连续暴发的时期。
现在发生一两次沙尘暴就觉得是大事了，我们也确实曾经花了很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但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过去我们沙尘暴很厉害，却没有雾霾; 后来沙尘暴少了，北方城市的雾霾变

得非常严重。很多人甚至觉得沙尘暴就是环境污染，其实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千百万年来，在

气候与自然的作用下，地壳表面的岩石变成有机土壤，经风力、水力输送他处，是造土( 或搬移)

的过程，也是造陆的过程。沙尘暴来临时确实不舒服，但过境后的几天空气往往很好，沙尘相当

于把空气过滤了一遍，将空气里的有害物质带到地面。某次在日本开会，刚好来了一场沙尘暴，

东京的空气里已有了一丝土腥味，日本朋友当时开玩笑说:“你们那边的沙尘暴把我们的空气质

量也降低了。”我也开着玩笑回他:“应该给你们这些岛国多吹一点土，让你们的土层厚一点，地

质灾难少一些。”
辛老虽曾长期在西北工作，但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此。他曾说过:“水土流失，在静态情况下

它是灾难。如果动态地看，则有利有弊。在水土流失的地区肯定是弊大于利，但在水土沉积区域

利大于弊。如果放在一个长时段、大范围里面看，水土流失也利大于弊。所谓的水土流失就是从

不毛之地把泥沙土带走，然后在低隰之地堆积起来，形成冲积平原。人类早期文明几乎都是在冲

积平原上出现的，而不在高纬度、高海拔地区。”这样的认识充满了宏阔的、历史的、科学的、辩证

的智慧与眼界。在辛老看来，某种程度上水土流失就是在借助自然力进行水土搬移，把生态条件

较差区域的泥沙带到下游，促进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所以，黄河或黄土高原“水”和“土”
是一种致灾和造福并存的关系。

我们总讲“九州”，“州”就是高出水面的丘岛。如果没有黄河带来泥沙，很可能形成不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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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原。古时形容华北平原为“沮洳之地”，相当于“湿地”。湿地对于南方稻作农业种植是一种

好环境，但黄河流域在早期就选择了旱作农业类型，湿地环境却是不利的。有人以为殷商时期当

地的生态环境和现在的江南差不多，但谈到当时的粮食结构并铺陈生态环境时就有了问题。如

果以稻作为主，类似江南的环境是有利的; 但如果粮食主体是“黍”“稷”等北方旱作作物，水环境

太多反倒不利。历史早期北方的湖泊不少，所以发展旱作农业，排水往往是必要的前提。先秦时

期黄河流域的水利设施，即沟洫系统，与现在沟渠作用正好相反。当时的沟洫系统是用来排水，

后来在战国秦汉时期发生变化，直到现在都起灌水作用，但原因何在还有待研究。早期的多水对

当地的农业并不是有利的环境，黄河带来的泥沙不断沉淀才形成了华北平原，加上旱作农业的排

水，逐渐给后世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
黄土高原上的百姓虽然饱受水土流失的困苦，但是黄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我们陕北民众懂得

如何利用它，变害为利。陕北人民有意识地在河川平衍处用石头等材料打坝，然后在山口、斜坡

上刨开黄土引水冲刷，使土壤在河道中沉积。连续几年后就可以在河川地带淤漫出一片平地，陕

北人称作“淤地坝”。在水土流失地区人们主动利用水土流失原理来造田，避免了水肥有机质的

自然流失，做到旱涝保收。在陕北，如果一个村子有几块淤地坝，基本上可以保证粮食自给。与

陕北的淤地坝相比，华北平原是一个规模、范围更大的“淤地坝”。不过陕北的淤地坝是人力所

创，华北平原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是黄河造出来的。历史时期黄河的泛滥对中下游人民的

生命与财产确实带来一些伤害，但也正是黄河的造陆之功孕育了中华民族早期的社会、经济、思
想与文化，奠定了黄河的母亲河地位。认识了黄河的自然河义项，知晓造福与致灾并存是它应有

的属性之一，带着这种心态再来看这条河的时候，我们就会相对客观、理性一些了。
这些年通过各种工程、生物措施等使黄土高原的植被渐次得到恢复，降水径流造成的侵蚀也

在减少。黄河的年挟沙量由十数亿吨降到正常年份的四亿吨，低值年份甚至只有一亿多吨。但

是泥沙量变少后却出现了新的“冲淤不平衡”问题。过去泥沙量大，河床上淤积就多; 现在黄河

变清且流速较大，过程中会造成冲蚀，导致河床逐渐下切。下切如果是微量的，不构成一个很严

重的问题。过去河床淤积时，河水相对周边地下水位为正压，会向周围的农田、河渠两岸渗水; 现

在河床下切后，农田里原来的水分会向河床汇聚，造成农田蓄含水位下降。同时，因为河床下切，

河基发生变化，两岸衬砌的河岸工程也容易坍塌、损坏。
我们常讲“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个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就会出现。河清本该是件好事，结

果黄河泥沙量减少却无形中增加了流经地区农业经营和工程建设的代价和成本，这可能是未曾

想到或遇到过的情况。还有一个变化出现在黄河入海口，即冲积形成的三角洲等区域。在黄河

水即淡水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时候，陆地有一个不断沉积、往前推进的趋势; 但现在泥沙量减少，

水变清了，海水比重相对变大，就造成了谭其骧先生当年研究过的海蚀或海水倒灌现象。黄河三

角洲长期生活的植被、生物由于海水倒灌、海蚀等导致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大量的干枯、
死亡。

除了水土流失，黄河还频繁改道，大多数是自然改道，也存在人为的情况，离我们最近的就是

“花园口改道”。虽然黄河每次改道都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但一旦改道，泥沙淤

积有一个过程，形成新河道也是形成一种新平衡，往往二三百年内是“安流”的，在新的地方重新

造田造陆也是一种“补偿”。所以我们要遵从黄河的自然河义项。尤其历史时期没有现在的工

程措施和材料，黄河改道多数不是人力能制止的，到了临界状态，制止改道反倒可能造成更大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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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作为一条自然河，如果能够顺应规律、有效利用，反倒是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

二、东汉以后的安流局面

谭其骧先生在 1962 年写了著名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

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过去学界许多人认

为黄河在东汉以后“安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王景治河”: 选择一条相对低洼、距海较近、行
水畅通的河道，加上科学合理的建设措施，完成了一个工程性的解决方案。但是谭先生的文章不

仅着眼于黄河下游河道的治理，更关注了黄河水土流失和黄河上下游治理之间的关系。后者在

过去并不太受关注，谭先生此处展现了他的学术视野，这和辛老也有相通之处，尤其是他们对认

识论与方法论的把握。谭先生还通过上中游农牧产业结构的变化观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害问

题。基于水流位置、产业结构、民族关系来讨论黄河安流问题，将他那个时代的认知推进了一步，

对纯粹以“工程措施治理黄河”予以了冲击。
我们现在讨论“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农牧变换’的规模、范围到底有多大”，过去只能有一个大致

的判断，还不具备完全解答的能力和条件。比如，秦汉时期整个西北地区尤其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

区开发规模有多大，会否对大自然造成扰动? 这种扰动是否有危害，甚至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

范围? 过去我们讲到刀耕火种、伐薪烧炭、宫室建筑，就觉得一定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但其实用

木石金属工具而非现代机器砍伐，森林自然增长量甚至会大于( 或等于) 人工砍伐量。由于自然增

长量的修复补充，即便人类生产生活存在扰动，或许也不足以对生态环境造成根本性影响。
再看谭先生所讲“由农变牧”或者“由牧变农”过程的烈度，是否足以造成黄河携带泥沙量发

生根本性变化? 中国汉代人口多时达到近 6 000 万，东汉初比较低的情况也只有两三千万。古时

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有限的农牧负载量对自然产生的扰动，到底能不能导致黄河泥沙量的变化?

谭先生这个观点打破了旧识，但随着更多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得以运用，回头思考当时黄河

的实际是否如谭先生所想，值得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1997 年，我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尹湾简牍宿麦面积资料的农史透视》的文章。

《文物》杂志在 1996 年第 8、10 期先后刊文介绍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村汉墓出土文物，其中六号墓

出土了部分简牍，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尤其木牍“集簿”上记载了宿麦种植

面积。在此之前，大家对汉代及其前后全国小麦的种植数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作为从事农史

研究的人，第一次看到 2 000 年前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数字，这在汉史资料中迄今仅见。我肯定不

愿放弃分析解读的机会，和几位研究生研读后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中国文物报》。这篇文章发表

后很快引起了邹逸麟先生的关注，并推荐给所里当时在读的研究生阅读讨论。邹先生说:“我们

在很长时间里是从小麦种植的整体描述、宏观分析的基础上来讨论的。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对

黄河中下游小麦种植面积的情况进行一点定量分析。一个小麦的种植面积，人家能说出这么多

话来，这种定量分析的认识与研究路径值得学习与借鉴。”
我们的春小麦叫“旋麦”，冬小麦叫“宿麦”。小麦是从西亚传入的，具体引进过程有很多解读。

一般认为它从欧亚草原直接传到东北，然后下到山东，又从东往西走，与间断传入的相汇于河南地

区。农业民族大多把小麦当粮食作物，而在游牧民族那里它既是粮食作物，又是牧草，尤其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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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季节牧草。游牧民族在一个宿营地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向周围撒一些麦的籽粒，到冬季所有植物

都干枯了，可供牛羊食用。到第二年收获的时候，如果收成好，就作粮食收回来; 如果歉收就不收割

了，直接给牛羊连同麦草籽粒一并吃掉。由于我们通常只把麦类当成粮食作物，所以研究它最初东

向传播的路线时只注意到农业民族与部落间的一站一站式的断续传播，但传播速度比较缓慢。而

游牧民族在欧亚草原把麦类当粮食兼牧草的传播是加速度的，比间断式传播要快得多。
在对尹湾简牍的人口数量、小麦种植面积做了比对与计算后，我们发现当时东海郡人均种植

小麦大概 5．2 亩，户均小麦种植面积近 28 亩。西汉后期全国户均土地不过六七十亩，从东海郡人

口密度及经济发展情况推断，其户均土地大概也不超出这一数字。每户约以半数耕地种植冬小

麦，则其规模与面积皆相当可观。考虑秋类作物的多样性构成，宿麦面积似已跃居五谷之首。这

超出了以往对秦汉小麦发展水平的基本评估，令人大为惊异。东海郡古属徐州，作物种植以粟、
黍为主，但“集簿”却略粟黍不计而独计宿麦种植面积及其增减，小麦种植面积作为地方政府必

须掌握的政绩考核资料，反映了西汉王朝及东海郡对宿麦的重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宿麦

视为“栽培条件要求较高”的作物。言及战国秦汉的麦作发展，较多研究关注其与铁器牛耕、农
田水利、耕作栽培技术、粮食加工手段的联系与发展，而低估了自然环境因素和宿麦生理特点在

初期麦作推广中的重要作用。尹湾所在的东海郡早期农业开发程度较差，按理不会列入秦汉主

要麦作发展区，但是尹湾简牍所反映的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所以对中国早期麦作发

展的研究亟须反思。
因为这一数字，我们开始研究为何如《淮南子·修务训》上会记载“东方宜麦”，即黄河中下

游适合种植宿麦( 冬麦) 。这在与黄河泛滥联系起来后问题迎刃而解。东海郡地处黄淮之间，低

洼沮洳之地易罹水患，黄、淮伏秋大汛更易造成洪涝灾害。此时适值秋粮生长、收获季节，一旦遇

灾，秋作往往荡然无存，造成粮荒，影响国计民生。但宿麦播种一般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收

获期在次年 6 月上中旬，基本能避开河汛水患。利用其晚秋、早春生长保证收获，便可以弥补秋

禾歉收和水灾损毁，增加粮食产量。接绝继乏、防灾救灾或是关东早期麦作发展的基本原因之

一。所谓“东方宜麦”，大概可综合以上因素得出结论。
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敏感度是判定是否会构成灾害的重要依据。我们称“灾”是基于主观的

判断，如果它没有对我们构成威胁与伤害，就不认为它是灾害。黄河泛滥多在夏秋之间，就农业

而言主要是威胁了秋粮的生长收获，与夏粮无涉。同样的洪水对秋粮是灾难，对夏粮则刚好在小

麦种植之前、收获之后的那一段空闲。利用这一段在麦闲田里补充一些“水”和“土”，反倒提升

了土壤的“墒情”与“肥力”。河南、山东百姓因为农作物播种结构变化，对黄河洪水由害怕转变

为期待。我的这篇文章也由此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黄河下游农作结构的秋麦之变，使人们对

黄河泛滥的敏感度降低了。
梳理黄河“安流”研究的学术进程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个人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黄河安流

的关注点放在了工程措施方面，确实卓有成效; 而关注上下游农牧关系变化，开阔了黄河治理与研

究的视野; 提出黄河中下游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夏秋变化，则降低了人们对黄河灾害的敏感度。

三、黄 运 关 系

邹逸麟先生 2009 年 2 月 15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黄运关系》一文，把“黄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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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讲清楚了。他说黄河与运河好像既是冤家又是亲家，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为什

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 我在 2018 年 11 月 10 日央视一套《开讲啦》节目上面曾阐述过“河流

走向”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发现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古国的河流基本都是南北向，只有我

们中国的河流是东西向，黑龙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皆是。东西向河流平行于纬度，而

南北向河流垂直于纬度。平行于纬度的河流更容易使上下游形成一个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 垂

直于纬度的河流上、中、下游的农业类型则有多样性的差异呈现。由河流的经纬度走向解读中外

文明之异同，被认为是那期节目的看点之一。
实际上黄运之间也呈现着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东西向的河流在以东西向为轴的时代它成为

一种沟通机制，使上下游之间沟通便捷。“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顺流之优势可以

尽情享受。大致在隋唐以前，我们中华文明实际上以东西轴心为主，以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长
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构成东西两大主轴。但是唐宋间经济重心南移以后，逐渐演变成南北轴心。
政治重心在北方，经济重心在南方，可以说该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形成南北格局以后，我们的大

江大河就由原来的沟通机制变成了隔绝机制，成了一个需要应对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感受到中国由东西轴心变为南北轴心的统治者是隋炀帝。他要修大运河

主要是为解决南北间的沟通与交流问题。黄河、淮河、长江等东西走向的自然江河越多，意味着

南北隔绝机制越多。在传统时代陆地运输成本很高，要想南北沟通，漕运是代价最低的，于是便

有了修建南北运河的诉求。相对于我们前面讲的那些自然河流，这是一条人工河。自然江河沟

通东西，人工运河连接南北，彼此形成了“十”字交叉。江河治理过去主要为了防灾，运河管护某

种程度上则是为了保证供给。一个是民众层面，一个是帝国层面的。北京或者过去的洛阳、长安

能不能有充足、有效的粮食供给，和运河贯通与否有很大关系。黄河、长江是否安流关乎沿岸百

姓的生命财产生计安全。这就是邹先生提到的“为什么黄河和运河始终都是中央工程”。运河

工程关系到经济文化中心的供给能否有效保障。江河不通，老百姓就要遭灾。
可一旦形成水系交叉，两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作用与影响。钱穆先生大概是最早关注这一问

题的学者之一，他讲到运河横穿几条江河的下游造成了水系紊乱。无论是自然河流还是人工河

流都有各自基于自然和环境因素的溃、决、壅、滥诸问题，而水系交叉又平添了江河排水不畅、运
河泥沙壅塞等新问题。我看到好多材料提到，每年国家和地方都要花费很大力气，发配很多民工

去清除黄河和运河的泥沙。尤其在洪水季节，这种紊乱或不畅很容易造成水位抬高，形成灾害。
这可能是我们讲的“黄运灾害”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源于自然，另一方面来自人工。有时候可以

动用人力物力尽量保证河、运各自畅通，但有时在自然力面前人类的力量还是十分渺小的。我们

能够解决漕运问题、经济问题，但由此带来的生态问题、灾害问题依然需要正视。
自然河流东西走向和人工河流南北走向的十字交叉是我今天所谈黄运关系的要点之一。现

在运河申遗成功，运河已经成为一个热词，我们在研究运河这样一个文化符号的时候，除了考虑

它给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一些遗产、资本，也应考虑到人工河和自然河的这些义项，将来或能

更加科学、巧妙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乔沁 整理)


